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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研究

市民社会视域下的土耳其“居伦运动”述评∗

李艳枝

摘　 　 要： “居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范畴，“服务”

是其核心原则，金融捐助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其成员分为核心追随者、附属

者和同情者三个圈层。 “居伦运动”基于自愿原则开展教育、传媒、金融和

经济活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

来，“居伦运动”参与政党政治尤其是同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博弈凸显了其

政治色彩，背离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功能，表现出“越位”倾向。 “居伦

运动”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广泛质疑，很多国家怀疑该运动的本质是输出伊

斯兰教，隐藏着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加之该运动与美国存在特殊

关系，导致其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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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伊斯兰教视域下的宗教对话资料整理与研究”
（１８ＺＤＡ２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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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年，美国《展望》（Ｐｒｏｓｐｅｃｔ）和《外交政策》（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杂志联合评选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土耳其伊斯兰思想家费图拉·居伦①（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高居榜首，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居伦运动”（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对费图拉·

居伦及其追随者所发起的一系列活动的统称。 “居伦运动”作为过去三十年间最重

要的社会运动之一②，在土耳其本土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西欧、巴尔干、南非、北

美等地区建立了大批学校、传媒机构和跨文化对话协会，开展消除贫困和慈善救助

活动，③成立了一系列社会服务组织，其影响力已遍及全球。 ２０１３ 年底，土耳其正义

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政府因腐败指控而陷入执政危机，“居伦运动”被视

为对埃尔多安政府及其亲信进行腐败指控的幕后黑手而受到外界更多关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政府迅

速挫败政变图谋，并指控居伦策划和指挥政变，随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肃清军

队、司法和警察部门的反对派力量，取缔与“居伦运动”存在关联的学校、传媒和商业

机构，并要求其他国家配合土耳其打击“居伦运动”，正发党政府与“居伦运动”之间

的矛盾再次升级。 由此可见，针对“居伦运动”的个案研究愈益迫切且必要。 目前学

术界对“居伦运动”的性质尚存在争议，其究竟是政治运动、宗教运动或社会运动并

没有定论。 本文以市民社会④的研究视角，考察“居伦运动”的社会组织属性、组织运

行机制及其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阐释该运动对市民社会组织功能的

“越位”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 “居伦运动”的社会组织属性

外界一般称居伦的追随者为“费图拉党人”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çıａｒ），将其发起组织的一

系列社会服务活动称为“居伦运动”或“服务运动” （Ｈｉｚｍｅ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居伦的追

随者宣称：“一些反对者称居伦的支持者为费图拉党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

辱，原因在于其将该运动误作为政治运动———或更糟糕的———名人俱乐部。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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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费图拉·居伦是土耳其语名字的音译，目前国内译法并不统一，包括法图拉·葛兰、费图拉·居兰、费
图拉·古莱恩、费图拉·居伦等，“居伦运动”也被译为葛兰运动、居兰运动、古莱恩运动等。 本文除引用相关文

献时保留原作者的译法外，均按照新华社译名室的译名标准，统一使用费图拉·居伦与“居伦运动”。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ｅ，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６－１７．
Ｉşｔａｒ Ｂ． Ｇöｚａｙｄ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 Ｔｒｏｊａｎ Ｈｏｒ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６， ２００９， ｐ． １２１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非政府部门”或“第三部门”的讨

论中，这些概念都直指国家与公民的中间环节。 学界关于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内涵也多有争论，本文

采用市民社会的称谓，但引文中为保持原文而使用公民社会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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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伦并不想成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或一个著名人物。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真主，除

凸显真主是所有好事的渊源之外，居伦并没有做什么事情。”①居伦认为，“服务运

动”或“志愿者运动”（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名称能够更好地体现其追随者所开展

的各项活动的目标和特征，他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称该运动为

居伦运动是不对的，这没有考虑许多人所从事的活动。 我在运动中的角色是非常有

限的，该运动没有领导权和中心，也不效忠于某个中心，更没有等级结构”②。 尽管居

伦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使用“居伦运动”的称谓，但这种称谓仍被国际学术界广

泛使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费图拉·居伦继承了赛义德·努尔西（Ｓａｉｄ Ｎｕｒｓｉ）的基本思

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以“努尔库运动”③为基础成立“光之屋”（Ｌｉｇｈｔ Ｈｏｕｓｅ），
为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必要的道德和科学教育，并开设夏令营和学生宿舍项目，此

为“居伦运动”的雏形，主要得到安纳托利地区边缘社会群体的支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居伦的追随者借助祖国党推行“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和自由市场经

济体制的有利时机，提出培养“黄金一代”的理想，安纳托利亚地区和移居大城市的

中小企业主成为“居伦运动”的主要支持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

结，“居伦运动”的教育项目开始向境外扩展，积极推行跨宗教对话活动，逐渐走出土

耳其向中亚、南亚、东南亚、西欧、巴尔干、南非、北美等地渗透，吸引了大批中产社会

阶层加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结构松散的市民社会组织特征的伊斯兰运动。 “居伦

运动”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其从以教育、信仰为基础的社团转变成为信仰社会运动。
“他们表现出将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群体聚集在共同的人道主义事业周围的兴趣，

试图基于共同的事业而实现协同。 他们尊重多样性，旨在发现和建立公共利益和联

系，以不断调整公共、私人和市民社会群体。”④居伦作品的英文编辑侯赛因·宾格

尔（Ｈüｓｅｙｉｎ Ｂｉｎｇüｌ）也指出，“居伦运动”是一场由信仰激发的社会运动，而非宗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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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ｉｍ Ｖ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ｂ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ｚｍｅ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１５７．

Ｂｒｉａｎ Ｋｎｏｗｅｌｔｏｎ， “Ｔｕｒｋ Ｗｈｏ Ｌｅａｄｓ 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１１，
２０１０．

“努尔库运动”是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追随者的统称。 赛义德·努尔西是土耳其著名的伊

斯兰思想家，其基本思想体现在鸿篇巨制《光的书信》中，影响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走向。 在反对凯末尔

世俗化改革过程中，努尔西的追随者日渐增多，形成声势浩大的“努尔库运动”。 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努尔

库运动”因成员思想分歧而陷入分裂。
Ｄｏɡ̆ｕ Ｅｒｇｉｌ ａｎｄ Ｇüｒｋａｎ Çｅｌıｋ，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üｒｋａｎ

Çｅｌıｋ， Ｊｏｈａｎ Ｌ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ｌ Ｓｔｅｅｎｂｒｉｎｋ， ｅｄｓ．， Ｇüｌｅｎ⁃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Ｈｉｚｍｅ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ａ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Ｉ．Ｅ．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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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①，这体现了学术界对“居伦运动”社会属性的主流界定。

实际上，“居伦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确切的成员

数目，更缺乏核心权威来统一制定规则或实施统一活动，“居伦运动”的各个地方机

构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发展项目都处于居伦的伊斯兰话语之下，但同时也适应各地

不同的环境。② 正如彼得·曼达维尔（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ｅ）所言，“居伦运动”仰赖成员

和活动参与者的个人纽带与彼此协作，居伦本人向其亲密战友和可信任的追随者分

派任务，但并不具有对“居伦运动”的核心控制权。 该运动的教育、商业、慈善、传媒

等项目并不统一在同一组织结构下。③ 居伦宣称，“我从未称自己为领导人。 领导人

是那些拥有能力、天赋、克里斯玛式权威和高效的人。 ……我并不坚称自己为领导

人，３０ 年来我一直在讲坛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引起拥有同样感情和理念的人回

应。”④尽管“居伦运动”的部分附属组织奉居伦为“荣誉主席”，但居伦仅作为精神权

威而存在，并不真正参与具体的组织管理。

作为一个旨在实现信仰虔诚、传统复兴的现代市民社会运动，“居伦运动”的出

现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国内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不同力量可以利用该运动的不同面

孔来为自己服务，政治家可以利用其中庸温和的一面，商人得益于其网络结构来实

现商品流动和保持社会资本，穷人和边缘群体则受益于其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教

育，土耳其平民强调其守时、卓越的道德活力。 “居伦运动”因其不同面孔也加剧了

土耳其国内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道德严格与物质至上、社群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

的对立⑤，但这正是该运动在土耳其国内外具有广泛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原因所

在。 在杰里米·沃尔顿（Ｊｅｒｅｍｙ Ｆ． Ｗａｌｔｏｎ）看来，“居伦运动”代表公众层面一种“自

由的虔诚”，即作为文化资本灌输虔诚、诚实和指向全球商业、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

全球网络。⑥ 虽然“居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虔诚的穆斯林且严格履行宗教仪式，

但这些项目在公共领域却对所有人开放，而不考虑其信仰、教派、民族和种族等背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ｉｍ Ｖ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ｂ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ｚｍｅ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１６１．

Ａｈｍｅｔ Ｙüｋｌｅｙｅｎ ａｎｄ ＧöｋçｅＹｕｒｄａｋｕｌ，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 ７５．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ｐ． １７．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７４．
Ｉｂｉｄ．， ｐ． ９１．
Ｊｅｒｅｍｙ Ｆ． Ｗａｌｔ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Ｃｉｖｉ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２００９， ｐ． ４１。 转引自 Ｐａｕｌ 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 ｅｄ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２， ｐ． ２０８。



土耳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景。 因此，“居伦运动”作为一支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宣扬超越国家和跨越文化、种

族甚至宗教的理念，着眼于实现世界和平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尽管“居伦

运动”的起源与安纳托利亚的民族宗教认同密切相关，但如今“居伦运动”在伊斯兰

国家的非穆斯林中间同样表现活跃，吸引了来自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参与，

活动范围和影响力都呈现出国际性特征。

土耳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其实现进步的重要条件。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通过世俗化改革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重构和机

构重组，建立了共和人民党的威权政治体制。 凯末尔政权积极推行国家控制宗教的

世俗主义模式，成立宗教事务委员会，宣称宗教与土耳其的现代性并不冲突。 凯末

尔政权所追求的现代性包括现代民族国家、世俗主义思想、民主、宗教没有公众功能

等。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世俗国家政权的需要实现对伊斯兰教的控

制和塑造，进而割断或限制伊斯兰教的国际联系，以使伊斯兰教服务于土耳其民族

国家的构建。 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附属于伊斯兰教的市民社会组织①被取缔，国

家通过吞噬市民社会实现同质化民族国家的构建，市民社会组织逐渐失去活动空

间。 随着多党民主制的兴起、凯末尔主义威权政治的弱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改

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诸多社会边缘群体借助宪法赋予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经

济模式变迁所带来的有利时机而日趋活跃，被压制的宗教社团力量迅速崛起。 穆斯

林兄弟会、苏菲教团、伊斯兰社团和伊斯兰运动吸引了社会中的反凯末尔主义力量，

接纳大批中产阶级成员，成立和经营公司、学校、慈善机构、医院、报社、电台和电视

台等，提出从道德重塑到消除贫穷，再到支持信仰对话和实现人权平等等诸多倡议，

形成市民社会组织的主体。

从成员数量、涉及领域、活动范围和国际形象来看，“居伦运动”是土耳其最

具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教育、媒体活动对符合伊斯兰文化和现代社

会文化的理念进行整合，试图挽救传统文化缺失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和实现

社会道德的重塑；通过为普通民众提供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服务，弥补现代化

进程中国家权力未能触及的领域；通过动员边缘群体参与政治和媒体机构监督

政府运作，推动民主化进程向纵深发展。 有观察家认为，“居伦运动”的“德尔沙

·４７·

① 市民社会组织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活动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在谋

求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开展活动”的道义性社会组织力量。
参见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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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①是该运动向青年学生渗透的渠道，他们试图通过开展教育和资助活动来培养

信仰虔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创建一个个顺从的个体”，使他们很少与外

界接触且较少受外界影响，“形成更具凝聚力的集体认同感”。② 然而，“居伦运

动”并非成熟的市民社会组织，这与其自身发展历史以及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密切

相关。

二、 “居伦运动”的组织运行机制

“居伦运动”并非是具有统一组织结构的市民社会组织，而是由奉行相同意识形

态的“居伦运动”成员开展的、具有协作关系的社会活动的统称。 “居伦运动”没有正

式的成员登记制度，因此关于该运动的成员数量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 社会捐助

和“居伦运动”的商业和传媒项目盈利是维持其社会服务项目运转的重要资金来源。

尽管反对者指控“居伦运动”受人幕后操控，呈现自上而下的组织特征，但从具体实

践来看，该运动并不存在核心领导机构和统一组织形式，诸多项目只是在运行规则、

组织结构和社会服务方面具有相似性。

第一，“服务”是“居伦运动”宣扬的核心原则。 “居伦运动”的基础是各种服务

项目，它们由深受居伦思想激励的民众发起、资助和管理。 “服务是一种由宗教激发

改革世界的劳动和为正义社会创造更好的条件③”。 居伦将这个概念扩展到服务于

他人的每一项行动中，“居伦运动”的教育项目旨在“克服当前道德沦丧的状况，使这

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和更好地服务于他人的需要。 结果，它成为一种宗教行动”④。 从

事“服务”的人将其工作视为真主所赋予的神圣职责，拥有服务道德意识、努力工作

的志愿者是促使“居伦运动”走向成功的最重要支柱之一。⑤ “居伦运动希望提供一

种伊斯兰教的良好形象，不是通过灌输，而是通过其成员来传授伊斯兰教以树立好

医生、好数学家、好政治家、好厨师的典范，这些成员通过做好本职工作来实现伊斯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德尔沙尼”最初是“努尔库运动”成员集中学习和阅读努尔西著作的学习中心，部分大学生也在这里

居住学习。 “居伦运动”兴起后，居伦的追随者在这里阅读《古兰经》、“圣训”、努尔西和居伦的著作，并就阅读

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开展讨论。
Ｔｕɡ̆ｒａｌ Ｋｅｓｋ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ｏｓｔ⁃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Ｂｅｒｎａ Ｔｕｒａｍ， ｅ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ｗｏ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ｐ． １３５．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７８．
Ｆａｂｉｏ Ｖｉｃｉｎｉ， “Ｇüｌｅｎ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ｅｄｓ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４３７．

Ｒｉｆａｔ Ａｔａｙ，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ｅｔ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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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的传播。 这也反映了安纳托利亚地区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即苏菲主义的道

德观念居于该运动的核心。”①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新模

式———民主与现代性的和平共处，所以有学者称其为“温和的伊斯兰改革运动”②。

居伦也使用诸如“希米特” （Ｈｉｍｍｅｔ）③、“伊赫拉斯” （ Ｉｈｌａｓ）④等术语来动员民众资

助“居伦运动”，民众则根据该运动规定的道德规范行事。⑤ 显然“居伦运动”是从道

德层面来界定其服务理念的。 居伦及其追随者以服务安拉与信众的名义，根据宗教

思想来重塑社会道德，通过发起、资助和开展各类项目，在教育、传媒、医疗卫生、金

融、商业、慈善和经济等领域实践居伦的思想，并向国家政治领域渗透。 市民社会组

织并不寻求政治目标，但是，“居伦运动”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结果，导致其

超出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功能。
第二，“居伦运动”项目的资金来源途径相似。 捐助是“居伦运动”项目的重要资

金来源。 居伦曾指出，将天课⑥用于建造世俗教育机构和作为奖学金授予在世俗学

校和大学读书的学生也是崇信真主的行为。⑦ 为实践上述理念，居伦本人捐出 ６０ 多

本畅销书收入的 ９０％用于居伦学校奖学金或人道主义援助。⑧ 民众捐助“居伦运

动”的原因如下：一是宗教原因，即穆斯林纳天课的宗教义务需要；二是穆斯林受爱

国主义动员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睦邻友好的土耳其的需要；三是社会认同的需要，即

通过捐助居伦项目使个人获得“居伦运动”的承认；四是社会压力的结果，穆斯林通

过捐助回应“居伦运动”慈善倡议和满足社会期望。 所以捐助是居伦追随者的重要

义务，也是“居伦运动”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居伦运动”经常召集被称为“希米特”的募集会议，每一场“希米特”会议都有

明确的主题，出席“希米特”会议的人都要捐助“居伦运动”项目。 大部分“希米特”
会议由“居伦运动”的本地领导人（ｈａｄｉｍ 或 ａｂｉ）发起，本地中小企业主受邀参加，并

公布每人的捐助额。 捐助者经常因自己的孩子在居伦学校读书，或者自己的商业活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ｏɡ̆ａｎ Ｋｏ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２， ｐ． 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Ｅ． Ｍａｒｔｙ， ｅｄ．， Ｈｉｚｍｅｔ Ｍｅａ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Ｏａｋ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１７６．

“希米特”意为给予无私捐助。
“伊赫拉斯”意为获得真主的赞赏。
Ｆａｂｉｏ Ｖｉｃｉｎｉ， “Ｇüｌｅｎ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 ４３７．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 伊斯兰教法规定，凡有合法收入的穆斯林家庭需每年捐出年度纯收入

的 ２．５％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
Ｐａｕｌ 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 ｅｄ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４．
ＳａｌｉｈＹｕｃｅｌ，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２，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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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其他亲“居伦运动”的商业组织存在联系而慷慨捐助。 “希米特”会议通常从诵

读《古兰经》开始，然后是激发参与者热情的短篇演讲，演讲内容包括重现奥斯曼帝

国历史和复兴伊斯兰教等。 演讲之后，“希米特”会议组织者或直接号召参与者捐

款，或向参与者播放“居伦运动”的成功项目以动员更多人参与。 由于“希米特”会议

主题强化了中亚、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共同记忆，所以其募集会议在这些地区

较为成功，影响力也很大。 近年来，“希米特”会议在北美和非洲等地日渐盛行，促进

了“居伦运动”在这些地区的迅速发展。 居伦宣称，聚集起来的部分财富用于支持消

除无知、贫穷和道德沦丧的教育项目，“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市场对于财富十分必要，

这将有助于支撑穆斯林和土耳其建立更强大的现代教育体系。”①大体来看，“居伦运

动”项目的捐助者多为小商贩、书商、城市雇员、产业工人和工厂的临时工，还包括教

师和公务员等。② 一般而言，捐助者的捐助额占年收入的比例为 ５％ ～ ２０％不等，大

部分人将年收入的 １０％用于捐助，少部分人的捐助额占收入比例高于 ２０％。③ 一个

美国商人在捐助“居伦运动”项目时表示：“我不知道他们的活动细节，但我知道这些

人非常好，我信任他们。 我的捐助也被他们很好地使用。”④捐助确保了“居伦运动”

的经济支出、社会服务和良性运转。 账目透明是“居伦运动”获得广泛信任与社会捐

助的重要原因。 “居伦运动”的各机构、社团、公司、基金会和学校都有独立的会计体

系和会计师来管理收支账目，并向本地和国家权威机构、信托基金发起者提交收支

情况说明。 “居伦运动”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透明度使得本地发起者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掌握项目的进展，并能主导捐助资金的使用。⑤

第三，“居伦运动”的成员结构呈现分层特征。 居伦的追随者具有不同的社会背

景和诉求，“居伦运动”成员根据与居伦的亲疏关系而呈现同心圆的结构分布，成员

可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圈层是居伦的核心追随者，被称作“兄长” （Ｂüｙüｋ ａｂｉｌｅｒ），

其中部分成员是居伦的亲密盟友和学生，如哈伦·托卡特（Ｈａｒｕｎ Ｔｏｋａｔ）、阿卜杜

拉·艾马兹（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ｙｍａｚ）、瑟瑞夫·塔卡兰（Şｅｒｉｆ Ａｌｉ Ｔｅｋａｌａｎ）、伊斯梅尔·比

于科沙里比（ Ｉｓｍａｉｌ Ｂüｙüｋçｅｌｅｂｉ）等，这些人经常就国家政策和“居伦运动”项目征询

居伦的意见。 由于“居伦运动”相对松散，核心圈在整个“居伦运动”中并不具有绝对

权力，如“居伦运动”发言人侯赛因·古勒斯（Ｈüｓｅｙｉｎ Ｇüｌｅｒｃｅ）在决策方面的影响力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ｌｅｎ Ｒｏｓｅ Ｅ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ｉｖ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０， ｐ． ３６．

Ｉｂｉｄ．， ｐ． ５７．
Ｉｂｉｄ．， ｐ． ５４．
Ｉｂｉｄ．， ｐ． ５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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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限。 随着时代变迁和 “居伦运动” 内部的代际交替，阿里 · 白拉姆 （Ａｌｉ

Ｂａｙｒａｍ）、阿拉丁·卡亚（Ａｌａａｄｄｉｎ Ｋａｙａ）、拉提夫·埃尔多安（Ｌａｔｉｆ Ｅｒｄｏɡ̆ａｎ）等“居

伦运动”初期的著名人物逐渐销声匿迹。 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且

争论不断，接受西方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如艾克拉姆·敦楠里（Ｅｋｒｅｍ Ｄｕｎａｎｌı）、穆斯

塔法·耶斯尔（Ｍｕｓｔａｆａ Ｙｅşｉｌ）、里泽·梅拉尔（Ｒıｚａ Ｎｕｒ Ｍｅｒａｌ）等人的言论更为激进，

他们对“居伦运动”的认同、目标和战略直言不讳，对不作为与犯错误持零容忍态度。

新老领导层的交替和斗争影响了“居伦运动”的内部团结。 第二圈层是“居伦运动”

的附属者，支持居伦的宗教—民族话语和目标，通过“希米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参

与创建美好的未来。 该圈层的成员主要是中小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是“居伦运动”附

属基金会的受托人，主要通过志愿者的资金募集活动支持“居伦运动”项目。 正发党

上台之前，“居伦运动”的几乎所有资金、财产和投资都登记在个人而非基金会名下；

正发党上台后，“居伦运动”大部分财产和资金都被登记在合法的基金会名下，这为

其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随着该圈层向外扩展，尽管其责任界限变得模糊，但

却与其他社团组织乃至政党的联系愈益密切。 最外面的第三圈层是“居伦运动”的

同情者，该群体支持“居伦运动”但并不主动参与其宗教社会服务项目，因此该群体

的数量并不固定，对居伦项目的贡献度不一。①

第一个圈层和第二个圈层之间基于忠诚、信任的纽带促使权威从中心向次级

传递；第三个圈层作为“居伦运动”外围存在，尽管可以扩大其社会基础，但却凸显

出组织松散的特征。 虽然“居伦运动”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分层结构，但成员并没有

严格的入会程序或仪式，也没有会员资格证明，因此，可基于自由且松散的成员结

构而将其界定为自愿的市民社会组织。 “居伦运动”在经济、教育、传媒、医疗、慈

善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成为其同情

者，这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基础，并对土耳其乃至周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

三、 “居伦运动”的政治参与

“居伦运动”主张基于自愿原则向民众提供教育、传媒、金融、经济、公共服务，迅
速发展成为土耳其乃至全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 但是，“居伦运动”通过

商业金融和传媒实践的盈利行为违背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盈利特征，对土耳其政党

政治的参与，向国家安全与司法机构的渗透，以及与正发党政府的权力博弈，突破了

·８７·

① 参见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ｐ． ８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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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立格局，更背离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功能而呈现出“越位”

倾向，进而对土耳其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居伦运动”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它与正发党一起突破

了土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框架下的“监护式民主”体制。 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中联结国

家权威与民众的重要媒介之一，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对于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 土

耳其政党政治的不完善和威权政治的历史遗产，决定了该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

艰，但旨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化

进程向纵深发展。 效仿西方国家的多党民主制启动后，土耳其的工会、协会、商会和

伊斯兰组织大量涌现。 伊斯兰组织在环境、教育、医疗卫生、人道主义和宗教对话等

领域的活动，弥合了民众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差距，这有助于促进官方与民间关系和

谐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伊斯兰运动是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动力，不仅挑

战了伊斯兰世界的威权政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捍卫了公民的自由权利。 “居伦运

动”作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代表，通过在教育、金融、传媒、商业、公共服务领域的

实践活动而吸引了大批来自不同阶层、职业、政治和宗教倾向的支持者，甚至包括坚

持世俗主义的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实现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

主义者之间的包容和协作。 随着庞大的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形成，“居伦运动”启动超

阶级协作和慈善服务活动，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发展，这不仅推动了公民自身利益的

实现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且强化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能够与正发党形成

政治联盟。

此外，“居伦运动”还积极支持正发党通过修宪突破 １９８２ 年宪法框架。 １９８２ 年

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基于军方掌权和整饬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实，确立了土耳其延续至

今的宪政体系和制度框架，由于宪法制定者主要考虑军方的诉求，所以土耳其民主

体制呈现出被监护的“有限民主”的特征。 在“居伦运动”等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正发

党政府先后出台了 １０ 余项宪法修正案，包括为埃尔多安当选总理铺平道路的 ２００２

年宪法修正案，降低议员年龄的 ２００３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死刑和国家安全法院、限制

军人权利和赋予少数民族权利以符合入盟标准的 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耳其广

播与电视最高委员会（ＲＴÜＫ）成员选举、任期、职能的 ２００５ 年宪法修正案，缩短议会

选举周期和实施总统直选的 ２００７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头巾禁令的 ２００８ 年宪法修正

案，关于重塑司法机构、取缔军方司法豁免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自由的 ２０１０ 年宪法修

正案，改革立法机构、实施总统制的 ２０１７ 年宪法修正案等。 实际上，正发党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提交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均得到“居伦运动”的支持。 在正发党与军方的权力

斗争中，“居伦运动”利用其在军队、情报和司法机构的成员网络，与正发党共同发起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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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军方、传媒和世俗主义者主导的国家机构的司法调查，“埃尔盖内孔”事件的首

席检察官（Ｚｅｋｅｒｉｙａ Öｚ）和参与调查该事件的部分警方高级官员都是“居伦运动”的

同情者。① 居伦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土耳其）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间，整

个趋势朝着民主改革和土耳其民众广泛支持的方向发展。 ……一个新的、公民制定

的、民主的宪法将巩固民主成果，将会促使土耳其塑造符合欧盟的民主价值。 不幸

的是，这些努力现在都被放弃了。”②这体现了其对正发党态度的变化。 “居伦运动”

对宪法修正案的支持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强调，顺应了革除 １９８２

年宪法不民主因素的发展趋向，对土耳其民主政治变革影响深远。 ２０１３ 年之后，“居

伦运动”与正发党政府关系恶化，对正发党的总统制改革和宪法修正案持抵制态度，

其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愈益明显。

另一方面，“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权力博弈凸显了该运动的政治目的，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走向。 就市民社会理论而言，志愿性中间社团一向被视为

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强调其独立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开

放性、契约化等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③ 有学者指出，“居伦运动”旨在

调和伊斯兰教信仰、生活方式与世俗制度之间的关系，大部分追随者认为伊斯兰教

产生市民社会的唯一途径是在世俗民主的条件下复兴信仰，且不反对世俗政治制

度。④ 这反映了“居伦运动”上升期的基本特征，它在信仰认同方面和世俗国家的部

分部门达成一致，由此获得合法开展活动的权利。 时任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在接见

土耳其记者与作家基金会的代表时反复强调支持居伦学校，认为这些学校在传播土

耳其文化方面达到了奥斯曼帝国不曾达到的高度。⑤ “居伦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组织

代表具备与国家协作的能力，甚至影响国家的行为，其作为非政府组织沟通了个体

与国家，其在公众层面独立于国家而行动，但又受政治关怀和国家机构的塑造和影

响。⑥ 正如伯尔纳·图拉姆（Ｂｅｒｎａ Ｔｕｒａｍ）所言，“居伦运动”并没有对抗世俗国家，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ａｎｄ Ｒａｓｉｍ Ｋｏｃ，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ｕ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ｖ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１３８．

Ｋｉｍ Ｓｈｉｖｅｌ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ＫＰ，” ｉｎ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Ｋ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ａｄ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 １９５．

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载《社
会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１ 页。

Ｂ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 ２６１．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 “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９５， Ｖｏｌ． ３， ２００５， ｐ． ３９７．

Ｂｅｒｎａ Ｔｕｒａ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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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它比许多其他世俗组织更加积极地与世俗国家开展合作，①为民众伊斯兰力量

发展与执政当局的关系提供了示范。

虽然居伦本人宣称远离政治，但“居伦运动”与正发党从结盟到破裂的关系演

变，恰恰说明了其对政治的参与超越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功能范围。 早在 １９９７ 年居伦

就对其追随者宣称，“你们必须嵌入体制内中枢组织而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你们的存

在，直到抵达权力中心，直到条件成熟；你们必须等待，直到掌握所有的国家权力，直

到控制土耳其宪法机构的所有权力”②。 此番言论的传播，再加上以凯末尔主义捍卫

者自居的军方对伊斯兰政党———繁荣党执掌联合政府的不满，导致 １９９７ 年“后现代

政变”的发生和埃尔巴坎总理的下台。 尽管“居伦运动”支持军方行动，但“后现代政

变”直指土耳其较为活跃的伊斯兰组织，祖国党主导的耶尔玛兹政府开始限制宗教

教育和清真寺，导致“居伦运动”处境艰难。 １９９８ 年，居伦离开土耳其前往美国。 正

发党上台后，在坚守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宪政秩序的前提下，包容并保护宗教自由

权利，在各领域放松对宗教的限制，导致“居伦运动”的成员迅速向军队、警察、司法、

情报部门渗透。 “居伦运动通过引入伊斯兰道德价值所涵盖的观念和纲领来塑

造（土耳其）的公共领域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转变。”③最终，“居伦运动”和正发党政

府之间因认知差异、利益分歧而逐渐走向分裂。 反对埃尔多安统治的记者阿卜杜

拉·博兹库尔特（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ｏｚｋｕｒｔ）曾指出，居伦与埃尔多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反对使用和滥用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哲学的一部分，后者则将宗教视为赢得

选票和巩固社会基础的工具，“居伦架起了基于共同人类道德和民主原则的桥梁，并

将其作为跨信仰和跨文化对话努力的组成部分，而埃尔多安仅仅关注围绕政治伊斯

兰意识形态来确立自身的领导权，并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吸引土耳其和历史上奥斯曼

帝国控制区域的保守穆斯林”④。 尽管上述言论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两者之间的分歧所在。

“居伦运动”成员对政治生活和国家机构的渗透引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不满，政

府内部反对“居伦运动”的声音日趋增多。 有土耳其官员指出，“土耳其警察部队充

斥着居伦运动的成员，我认为这对警察部队在整个国家的信誉构成了威胁”⑤。 时任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ｒｎａ Ｔｕｒａｍ，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 １４５．

Ｚｅｙｎｏ Ｂａｒａｎ， Ｔｏ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ｐ． ４３．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００．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ｏｚｋｕｒ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Ｄｅｒａｉｌ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ｌｕｅ Ｄｏ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１２５．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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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杰米尔·奇切克（Ｃｅｍｉｌ Çｉçｅｋ）和土耳其副总理巴舍尔·阿

塔莱（Ｂｅşｉｒ Ａｔａｌａｙ）都指责居伦组织开展政治游说活动，试图将“居伦运动”的成员安

插到国家机构中。① 另有分析指出，活跃在国家权力机构内部的“居伦运动”支持者

对执政党的威胁还表现为对埃尔多安及其亲信甚至家人开展秘密调查行动，未经授

权对电话谈话和政治会议进行窃听并将窃听录音发布到网络上，以此蛀蚀执政党的

根基和破坏埃尔多安政府的合法性。 埃尔多安指控居伦的支持者是政府中的“平行

结构”，强调必须将其从政府机构、司法和安全部门中清除出去。 然而，包括“居伦运

动”成员在内的土耳其人都认为没有“平行结构”能够或应该在国家中存在。② 随着

正发党在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胜，“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矛盾更趋

激化，最终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后达到顶峰。 正发党政府指责居伦策划未

遂政变，要求美国引渡居伦。 尽管居伦否认发动军事政变，但正发党政府仍然将“居

伦运动”定义为“恐怖组织”，随后开展了报复性的“清洗”行动，数以千计涉嫌参与政

变的军官被解职，大批与“居伦运动”有染的军警、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公

职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亲“居伦运动”记者和专栏作家被判处监禁，“居伦运动”

与正发党的关系由此彻底决裂。

“居伦运动”与正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体现了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

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凸显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伊斯

兰复兴运动兴起，土耳其就存在以市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力量和以伊斯

兰政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 他们之间虽然彼此独立，但相互借重，尤其是在

２１ 世纪最初十年，二者的合作有效地捍卫了正发党的选举优势和政治合法性。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政治斗争表现了二者政治目标的歧异，“居伦运动”通过向国家权力机构渗

透来对抗和威胁执政党，正发党政府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压制异己力量，充分说明融

合伊斯兰与民主的“土耳其模式”更多地只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民主机制工具化的

后果是民主价值异化和民主政治文化培育土壤荒化”③。 “民主异化为正发党与居伦

运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居伦运动和正发党实际上将民主工具

化了。”④“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联盟破裂宣告了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伊斯

兰与正发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合流趋势的终结，也使得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市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１８．
Ｋａｄｉｒ Ｕｓｔｕｎ ａｎｄ Ｅｒｏｌ Ｃｅｂｅｃｉ， “ＡＫ Ｐａｒｔｙ⁃Ｇｕｌｅｎ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ｌｌ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ＳＥＴ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ｐ． ４， ｈｔｔｐ： ／ ／ ｓｅｔａｄｃ．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ＳＥＴＡ ＿ＤＣ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Ｋ⁃
Ｐａｒｔｙ⁃ＧＵｌｅｎ⁃Ｓｐｌ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ｌｌｏｕｔ．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李游、韩隽：《土耳其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探析》，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７３ 页。
同上，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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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无法发挥“社会独立之眼”的功能，从而使土耳其新模式构建陷入了危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修宪公投使土耳其实现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变；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的总

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强化了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导致土耳其新模式的威权政治特征

更为突出。 苏西·汉森（Ｓｕｚｙ Ｈａｎｓｅｎ）曾指出，“土耳其模式”，即正发党所坚持的伊

斯兰教与民主相符，为中东国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但是土耳其的最大问题是威权

结构，国家仍然是聚集不相称权力的工具，当面临威胁时，其牺牲公民而拯救自己。①

如今，自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开始实行的土耳其国家紧急状态宣告结束，但未遂

政变后被捕判刑的诸多人员仍然在上诉和反诉，这充分体现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复

杂性与曲折性，土耳其市民社会的成熟尚需要漫长的过程。

四、 “居伦运动”遭遇的挑战

“居伦运动”从一个基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教育运动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运

动令人瞩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居伦运动”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强调土耳其的

民族独立和本国利益至上；９０ 年代，“居伦运动”认识到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关键在于

培养基于伊斯兰教的民族认同，克服西方化认知模式的弊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居

伦运动”认识到孤立并不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遂提出发展与西方关系的主张，甚至

谴责凯末尔主义者没有将西方价值真正引入土耳其，只有和基督教国家和谐相处才

能更好地了解彼此。② 发展理念的更新为其全球性扩张奠定了基础，但复杂的国际

政治形势也使其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很多国家怀疑“居伦运动”输出宗教意识形态。 由于“居伦运动”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服务，因而在巴尔干、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发展迅速，诸多居

伦学校、商业公司和宗教对话机构在上述地区生根开花，但居伦学校在伊拉克等国

面临被取缔的命运，传媒、商业和金融机构也遭到不少国家的抵制，这与这些国家对

其宗教政治目的的怀疑不无关系。 “居伦运动”宣称在中亚地区设立居伦学校以建

立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文化桥梁，但法裔土耳其学者贝拉姆·巴尔迟 （Ｂａｙｒａｍ

Ｂａｌｃı）指出：“居伦运动加强与中亚诸国政府和土耳其使馆的协作，旨在通过在这些

·３８·

①

②

Ｓｕｚｙ Ｈａｎｓｅｎ， “Ｗｈｏｓ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 Ｉ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４。 转引自 Ｋｉｍ
Ｓｈｉｖｅｌ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ＫＰ，” ｉｎ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ＡＫ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ａｄ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 ２０２。

Ｐａｕｌ 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Ｉｈｓａｎ Ｙｉｌｍａｚ， ｅｄ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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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新引入伊斯兰教以间接促进突厥主义在突厥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①“居伦

社团旨在教育和影响未来的（中亚）国家精英，……这些未来精英将说英语和土耳其

语，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证明他们对费图拉党人和土耳其的良好意愿。”②尽管此评价

仅仅针对中亚地区的居伦学校，但也能够解释因其政治倾向而遭到不少国家抵制的

原因。 乌兹别克斯坦禁止居伦学校传播伊斯兰教法；俄罗斯担忧“居伦运动”在原苏

联加盟共和国的传播，禁止居伦学校落地和所有“居伦运动”项目的运作。 西欧国家

也对“居伦运动”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２００８ 年，荷兰基督教民主党、劳工党和保守党

同意政府削减对“居伦运动”的资助，并调查居伦社团在荷兰的活动，指控居伦社团

正在逐步颠覆世俗秩序。③ 迈克尔·鲁宾（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ｂｉｎ）宣称居伦将像伊朗的霍梅

尼那样，最终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国家，“当霍梅尼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十二伊玛目派

隐遁的伊玛目相提并论时，居伦仍然保持沉默，然而其支持者将其回归视为恢复被

阿塔图尔克废除的哈里发的证据”④。 休·菲茨杰拉德（Ｈｕｇｈ Ｆｉｚｇｅｒａｌｄ）也将居伦比

作伊朗的霍梅尼，甚至认为居伦比霍梅尼更危险，宣称土耳其已经屈服于居伦的控

制，“既然土耳其朝着费图拉·居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不能回

家接受英雄般的欢迎。 答案在于他现在另有要事，他要整个西方世界帮助他从内部

征服（土耳其）”⑤。 尽管目前并没有确切证据来证明“居伦运动”具有传播伊斯兰主

义的目标，但居伦学校的宗教渗透、课程设置和社会动员遭受普遍的质疑，“居伦运

动”项目也在诸多国家陷入停滞。

第二，很多学者怀疑“居伦运动”怀有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 除了土耳其

本土，“居伦运动”在巴尔干地区等前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发展迅速，积极支持正发

党政府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和充当枢纽国家的外交政

策，体现了复兴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 艾兰德·米赛尔（Ａｌａｎｄ Ｍｉｚｅｌｌ）指出：“今

天，奥斯曼帝国正在回归。 奥斯曼帝国的推崇者诸如费图拉·居伦及其追随者想扭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ｙｒａｍ Ｂａｌｃı，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ｓ Ｍｉｓｓ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ｐ． １６４．

Ｂａｙｒａｍ Ｂａｌｃı，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ｕｌｅ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ｃｏｐ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ｆｏ ／ ２００２ ／ ０４ ／ １１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ｆｅｔｕｌｌａｈ⁃ｇｕｌｅ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Ｒａｃｈｅｌ Ｓｈａｒｏｎ⁃Ｋｒｅｓｐｉｎ， “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ｓ Ｇｒａｎｄ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Ｄａｎｇ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４５ ／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ｇｕｌｅｎｓ⁃ｇｒａｎ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ｂ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Ｂｅ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４，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０４ ／ ｔｕｒｋｅｙ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ｕｂｉ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Ｄｏɡ̆ａｎ Ｋｏ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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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阿塔图尔克所做的每件事。 许多伊斯兰组织尝试利用各种平台向民众施加权力，

但是在今天，以教育制度为幌子，用恢复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核心精神的激进议程

来培养领导人的策略，将使国家退回到前共和国时代。”①保罗·威廉姆斯（Ｐａｕｌ

Ｗｉｌｌａｍｓ）认为，居伦正在利用他的学校培养旨在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新一代。 “他（居

伦）从内部颠覆土耳其的世俗政府，在全世界建立宗教学校。 他的学校向孩子灌输

极端伊斯兰信条，为成年人实现世界的伊斯兰化做准备……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大

学（Ｆａｔｉ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几十所大学培养学生成为律师、会计师和政治领导人，以使他

们在恢复奥斯曼帝国和推动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②正是基于这

种怀疑，很多初期接纳“居伦运动”项目的国家纷纷关闭相关项目。 还有学者将居伦

视为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声称其企图利用伊斯兰教的塔基亚原则③建立“哈里发国

家”，其倡导宽容、理解和信仰对话仅仅是为了掩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真正目

的。④ 部分西方国家将居伦项目视为植入西方国家的“特洛伊木马”，害怕“居伦运

动”以温和的伊斯兰教和信仰对话掩饰其邪恶目的———旨在推翻世俗的土耳其政府

和建立伊斯兰国家，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和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渗透，进而建立

所谓的“哈里发国家”。 尽管这些看法不乏政治利益考虑，也有言过其实之嫌，但间

接证明了很多国家对“居伦运动”政治野心的怀疑与警惕。 ２０１５ 年以来，欧洲国家的

反穆斯林移民抗议浪潮尽管指向所有穆斯林，但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的

“居伦运动”深受冲击即为证明。

第三，国际社会怀疑“居伦运动”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 居伦自 １９９８ 年隐居美

国，此后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美国拒绝引渡居伦回国，这些

都使人怀疑美国对居伦及“居伦运动”的庇护。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当土耳其最高上

诉法院赦免对居伦图谋建立非法的恐怖主义组织以推翻土耳其世俗政府的指控时，

居伦在美国赢得了另一场诉讼。 联邦法院驳回了美国移民署否决居伦永久居住权

申请的决议，此前美国移民署曾以居伦并非教育领域专家，而是一个“拥有巨大商业

影响力的宗教和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为由，否决了其申请。 美国赋予居伦永久居住

权被许多分析家视为美国支持“居伦运动”的例证，但是也有学者怀疑居伦在美国开

展活动的目的。 盖伊·罗杰斯（Ｇｕ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宣称，居伦作为“一个危险的伊斯兰教

领导人”，正在利用允准的学校来秘密改变美国的信仰。 在他看来，居伦社团至少掌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Ｄｏɡ̆ａｎ Ｋｏ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 ２６．
Ｉｂｉｄ．， ｐ． ２７．
塔基亚原则（Ｔａｑｉｙｙａ）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掩饰。 作为《古兰经》的一个原则，指的是穆斯林在遭

受迫害时，可以隐瞒自己的信仰。
Ｄｏɡ̆ａｎ Ｋｏ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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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着美国 ２０ 个州的 ９０ 多所公立学校，尽管这些学校伪装成科学机构且专攻学术，但

实际上渗透着居伦思想并掩藏其真正目的。① 反居伦的博客和网站甚至宣称居伦在

美国训练伊斯兰民兵力量。 保罗·威廉姆斯反复强调居伦在宾夕法尼亚的场院被

用于该目的。 “一个武装良好的穆斯林民兵力量，并非由美国公民而是由外国军事

力量组成，在联邦政府和国家法律的眼皮底下运行。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参观一

下宾西法尼亚的塞勒斯堡（Ｓａｙｌｏｒｓｂｕｒｇ）———博科诺山脉的腹地。”②目前，关于美国

与“居伦运动”的关系仍无定论，且不排除美国以居伦为筹码与埃尔多安政权讨价还

价的可能性，但居伦及“居伦运动”是影响土美双边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则是不争的

事实，所以说土美关系变化也给“居伦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五、 结　 语

经过近 ５０ 年的发展，“居伦运动”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市民社会组

织。 “居伦运动”提出的现代化改革新模式结合了奥斯曼帝国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

要求重塑被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破坏的民众传统道德价值观，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本

土化，将更多的边缘社会群体纳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居伦运动”通过开展

教育、慈善和社会服务，弥补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对教育、慈善和社会服务投入的

不足，充当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部门”角色。 “居伦运动”作为市民社会代表初

步具备了影响国家的能力，甚至在必要时可以迫使执政党改变政策而保障民众的权

利和自由。 可以说，“居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市场经济

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作用，实践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功能。

但当“居伦运动”突破其监督权力的功能，通过向司法、警察、情报和军事等部门的渗

透而成为威胁国家权力的力量时，则体现了对市民社会组织职能的“越位”，这不仅

导致其与正发党联盟的终结，而且遭到执政当局的压制而陷入生存危机。 如今，完

成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过渡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实现了更大的权力集中，正发党

从外交角度要求其他国家取缔或限制“居伦运动”，导致该运动未来发展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也引发更多关于“居伦运动”发展前景的思考。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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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ｕｙ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 Ｇｕｌｅｎ：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ｒ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ＣＴ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ｃａｍｐｕｓ⁃ｗａｔｃ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０９ ／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ｇｕｌｅｎ⁃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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